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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面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挑战， 构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低碳发展体系显得尤为关键。 中国和欧

盟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 在低碳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转型， 还能促进双方的经济可

持续发展。 中欧在推动低碳发展方面理念相通， 具有广泛共识， 合作基础坚实， 双方在低碳发展领域互补

性强， 合作前景广阔。 尽管当下存在地缘政治化、 欧美联盟、 碳关税等诸多挑战和 “杂音”， 且中欧在减排

与去碳化的道路上选择了不同的模式和路径， 但中欧之间具备合作的现实基础和战略意义， 双方合作效益

远大于竞争对抗。 通过技术交流、 气候融资与投资合作、 政策对话与协调以及碳市场链接等途径， 中欧可

以在绿色发展上实现 “弯道超车”， 共同推动全球绿色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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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签订以来， 发展低碳战略逐渐成为全球共识，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

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低碳发展不仅为中国和欧盟这两大经济体带来了难得的合作机遇， 也使

双方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方面体现在通过绿色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另一方面则在于二者在低碳产业领域内的竞争态势， 以及在相关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争夺。 低碳 “阳
谋” 在中国与欧盟间涌动， 呈现出合作与竞争相互交融的复杂局面。 如何平衡这种复杂关系， 将决定

着未来全球低碳发展的格局。 对中国和欧盟而言， 深化低碳发展实践， 将其融入可持续发展战略， 对

于提升各自气候治理能力， 构建清洁美丽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

一、 低碳发展的研究进展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气候变化的加剧， 人们开始认识到牺牲资源环境换取增长的道路

难以为继， 必须探索一条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容的可持续道路。 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低碳发展提供

了理论基础。 罗马俱乐部在 １９７２ 年的 《增长的极限》 中将资源约束纳入增长框架， 率先提出了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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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问题”。①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１９８７ 年发布 《我们共同的未来》 报告， 首次给出了关于可

持续发展的定义， “既满足当代人需求，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②

２０１５ 年 “千年发展目标” 收官之际， 联合国通过了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发布了 １７ 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 旨在通过具体化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也成为当前各国政府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性

文件。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发出全球气候变暖的警告， 低碳发展成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必然选择。 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多份气候变化报告中， 详细阐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气候

变化 ２０２２： 影响、 适应和脆弱性》 评估了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以及

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脆弱性；③ 《气候变化 ２０２２： 减缓气候变化》 提供了关于气候变化减缓进展和

承诺的全球评估， 并检查了全球排放源；④ 《气候变化 ２０２３》 提供了关于气候变化、 其影响和风险以

及减缓和适应措施的综合视角。⑤ 《气候变化的斯特恩回顾》 强调了低碳发展的重要性， 并讨论了国

际合作的重要性， 包括建立碳的价格信号和市场， 刺激科技研究、 发展和应用， 以及推广适应措施，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⑥

低碳发展并非仅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就能达成， 而是需要全面的转型实践。 现有研究指出， 这一转

型有赖于政府基于绿色共识设计相应的机制， 政府通过调整价格机制， 借助市场激励手段， 推动整个

体制的转变。 其中， 最为经典的研究是阿西莫格鲁等 （２０１６） 关于高碳排放部门和清洁能源部门在低

碳发展中的结构性讨论。 他们指出， 政府通过限制碳排放量和提升碳排放成本， 抑制高碳排放部门的

发展。 同时， 政府通过财政补贴、 碳排放权交易、 绿色金融等多元化措施， 激励低碳排放部门成长，
并逐步实现对高碳产业的替代， 从而推动低碳发展。

二、 全球低碳发展的新特征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 低碳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履约 《巴黎协

定》 的压力下， 大多数国家加快了低碳发展的步伐。 然而， 新冠疫情的冲击叠加国际地缘冲突的影

响， 世界经济增长整体复苏乏力， 这使得全球低碳发展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一） 去碳化进程受能源危机拖累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以来， 世界各地持续性的能源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全球的去碳化进程， 使全球

摆脱煤电的道路更加艰难。 欧美在低碳发展中采取的普遍路径是用天然气和风光等可再生能源逐步取

代煤炭。 然而随着能源价格飙升， 燃气发电变得越来越贵， 导致价格更加低廉的煤电受到 “青睐”，
欧洲多国重启燃煤电厂应对 “电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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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担忧的是， 发达国家并未起到模范作用， 其兑现力度是全球去碳化现实中的阻力。 如七国

集团 （Ｇ７） 在化石燃料领域的投资仍高于对清洁能源的投入。 据加拿大和英国智库联合发布的报告显

示，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期间， Ｇ７ 国家在煤炭、 石油、 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行业的投资规模仍

高达 １８９０ 亿美元， 而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仅为 １４７０ 亿美元。①

（二） “南北” 差异加剧

气候融资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采取有效减排措施的主要障碍。 国际能源署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５—
２０５０ 年， 为实现低碳、 减排目标， 全球能源行业每年需额外投入约 １. ２ 万亿美元。② 联合国 《世界投

资报告 ２０１４： 向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行动计划》 报告预测，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 年， 全球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所需的投资规模约为每年 ５ 万亿 ～ ８ 万亿美元。 其中， 发展中国家所需的资金规模约为每年 ３. ９
万亿美元。③ 然而， 发达国家并未兑现到 ２０２０ 年每年向低收入国家提供 １０００ 亿美元气候援助资金的

承诺。
与此相反， 发达国家在通过各种方式保证经济重回正轨的同时， 加快绿色转型。 为实现 ２０３０ 年

减排、 ２０５０ 年碳中和等目标， 欧盟要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的多年财政框架中将 ３０％的资金用于与气候变

化相关的活动。④ 此外， 欧盟委员会 （欧委会） 承诺， 将规模为 ７５００ 亿欧元的 “后疫情复苏基金”
中的 ３７％用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⑤ 在法国， 政府启动 “复兴计划”， 将 “生态转型” 列为首要

关键领域， 拟投入 ３００ 亿欧元财政资金用于生态转型项目。 为实现 “２０３８ 年停止煤电” 的目标， 德国

政府计划向受能源转型影响较大的地区支付总计 ４００ 亿欧元的财政资金。⑥ 在美国， 拜登政府计划投

入 ２ 万亿美元， 用于落实气候政策和能源转型。⑦

（三） “去碳” 手段贸易化

以碳关税为主的贸易方式搅动全球低碳发展和气候治理的现有秩序。 自 《巴黎协定》 以来， “共
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正在遭到背弃， 西方国家以防止 “碳泄漏” 风险为借口， 试图通过征收碳关税

这种贸易手段， 达到 “倒逼” 其他国家加大减排措施的目的。 其中， 欧盟单边性地推出碳边境调节机

制便是一例。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碳关税完成立法程序正式生效， 并将于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开始征收。 英

国、 美国、 加拿大、 日本等国纷纷效仿或将采取类似措施。
碳关税正在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立场分化。 由于经济和技术制约， 发展中国家很难

达到发达国家的低碳标准， 被迫成为碳关税的主要被征收对象， 不符合发达国家排放标准的产品可以

·０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Ｌｕｃｉｌｅ Ｄｕｆｏｕｒ， Ｔｏｍ Ｍｏｅｒｅｎｈｏｕｔ， Ａｎｇｅｌａ Ｐｉｃｃｉａｒｉｅｌｌｏ，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ｎ Ｂｅｅｄｅｌｌ．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 Ｇ７ 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ＩＳＤ）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ＤＩ）， ２０２１，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ｐ． Ⅲ．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ＤＧｓ — 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ｐ． １４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 ＥＵＣＯ １０ ／ ２０， ｐ． 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ＥＵ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ｄｏｐｔ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１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１１ ／ ｅｕ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ｐａｃｋａｇｅ －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ａｄｏｐｔｓ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ａｎｄ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 ．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Ｓｃｈｕｌｚ．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ｂｅｇｉｎ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４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ｅｕｒｏ ｔｏ ｃｏ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ｐｈａｓｅ － ｏｕｔ，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３１ Ａｕｇｕｓｔｅ ２０２０，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ｅｎｅｒｇｙ ／ ｎｅｗｓ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ｂｅｇｉｎｓ －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 ｅ４０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ｔｏ － ｃｏａｌ －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ｔｏ － ｓｔａｒｔ － ｐｈａｓｅ － ｏｕｔ ／ ．

Ｂｉｄ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 ＄ ２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１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ａｃｔｉｖ． 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ｅｕｒｏｐｅ ／ ｎｅｗｓ ／ ｂｉｄｅｎ － ｐｒｏｐｏｓｅ － ２ －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ｉｎ － ｕ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



２０２４ 年 第 ６ 期

在 “环境保护” 前提下被征收额外关税。 对于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碳关税的实施

将提高其出口成本， 降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从而影响其经济发展。 碳关税正演变为发达国家

在国际竞争中保障本国利益和提高全球竞争力的新手段， 通过碳关税， 发达国家将应承担的减排责任

和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收割经济利益。 因此， 发展中国家将碳关税视为 “绿色保护主义”， 担忧

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从而产生抵触情绪。

三、 中欧开展低碳合作的现实基础

长期来看， 中欧合作不仅符合双方的利益， 在全球气候危机加剧、 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更加凸

显其战略性， 具有世界性意义。 中欧低碳合作有可能成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中欧合作的新亮

点、 新支柱、 新引擎。 中欧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理念相通， 具有广泛共识， 合作基础扎实， 且双

方在低碳发展领域互补性强， 合作前景广阔。

（一） 中欧合作符合双方发展的共同愿景

全球气候危机是中欧双方均高度关注的问题。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 《２０２３ 年欧洲气候状

况》 报告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欧洲正以全球平均水平 ２ 倍的速度变暖， 导致极端天气频发，
仅在 ２０２３ 年就造成了约 １３４ 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中国也未能幸免于难， 同样遭受着日益严峻的气候变

化冲击。 国内气候显著变暖， 极端天气事件不仅频繁发生， 而且强度有所增加。 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

影响愈发明显， 中欧都认识到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创新解决方案的紧迫性。
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 中欧双方展现出强烈的合作意愿。 当前中欧均致力于实现 《巴黎协

定》 和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目标。 这两个重要文件为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框架， 而

中欧在此方面的共识为双方在绿色发展、 气候适应措施以及能源结构转型等领域的合作开辟了广阔的

道路。 通过合作， 中欧可以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进程， 并促进经济绿色复苏。
合作还有利于实现中欧各自的减排目标。 目前中国和欧盟都作出了碳中和的承诺， 中国的 “双

碳” 目标与欧盟的绿色新政及碳中和计划在时间上和目标上高度契合。 通过合作， 双方可以相互借鉴

和推广先进的减排技术及经验， 加快各自的能源和产业转型。 如前所述， 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以及乌

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供应问题， 使欧洲不得不暂时增加对煤炭的依赖。 而中国尽管也在优化能源结

构， 但煤电依然在保障能源安全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 中欧合作探索可持续的清洁能

源解决方案显得尤为迫切。

（二） 气候治理和绿色转型扩大中欧合作空间

中欧间基于政府层面自上而下和企业自下而上的合作模式正在形成。 中欧政府间的低碳合作多层

次、 多领域、 全方位地展开， 通过政策对接、 技术合作、 碳市场建设等多种方式， 共同应对全球气候

危机， 推动双方经济向绿色、 低碳、 可持续方向转型。 在环境政策对接方面， 中欧通过高层对话与合

作机制， 不断加强环境与气候政策的对接， 建立长期合作框架。 中国提出的 “双碳” 目标与欧洲碳排

放交易体系 （ＥＵ － ＥＴＳ） 的三阶段实施计划相互补充， 旨在统一双方的环保标准和减排目标， 确保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步调一致。 在绿色低碳技术合作方面， 中欧致力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提高产业

和经济的全球竞争力。 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在沙漠、 戈壁、 荒漠地区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项目， 而欧盟则在推动其成员国采取类似的绿色能源措施。 在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方面， 中欧

互相借鉴和学习对方的成功经验。 欧盟自 ２００５ 年启动的 ＥＵ － ＥＴＳ， 为全球碳交易市场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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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碳市场建设上的互动， 有助于推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和经济的绿色转型。
中欧企业间的低碳合作涵盖了能源绿色转型、 节能降碳增效、 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和循环经济发展

等多个领域， 通过技术共享、 市场开发和政策协调， 共同推动低碳经济的全面发展。 例如，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与马耳他能源公司开展能源合作， 实现了马耳他从重油到天然气发电的变革，
当地用户电价下降 ２５％ ， 同时在黑山、 匈牙利等国家开展新能源项目， 推动欧洲能源转型。 ２０１９ 年，
国家能源集团与法电集团新能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的 ５００ 兆瓦海上风电项目， 开创了中外合资在华建

设海上风电的先河， 推动海上风电场向深远海发展。 ２０２３ 年， 东方锅炉与道达尔能源围绕化学链燃烧

过程碳捕集的共性关键技术展开联合攻关， 成功取得技术突破， 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共同进步。

（三） 中国特色气候方案助力中欧合作

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气候治理方案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 这为中欧气候合作提供契机。
在理念上， 习近平主席从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到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 为全球

气候治理提出了越来越具象的 “中国方案”。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门发布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 报告， 充分认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和成果。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中国、 印度、 南非和巴西四国在第 ２６ 次 “基础四国” 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 首

次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多边国际文件中， 强调 “在低碳和气候

适应型发展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中国提出 “双碳” 目标。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习近平

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

策与行动》 白皮书发布， 通过创新理念、 国家战略和具体行动， 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四） 中国气候治理 “硬实力” 提升奠定合作基础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大幅提高， 加大了低碳减排的国际承诺和国内力度。 这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方面。 一是将应对 “双碳目标” 纳入国家战略。 在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总体布局之后， 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召开的全国生态安全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

列入国家战略。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 到 ２０３０ 年， 中国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５％ 以上，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２５％左右， 森林蓄积量将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６０ 亿立方米， 风电、 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１２ 亿千瓦

以上。
二是将减排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加快碳市场建设， 发展绿色金融。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将 “２０２５ 年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较 ２０２０ 年降低 １８％ ”
作为约束性指标。 在碳市场建设上， 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 日起，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 正式

实施， 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进入快车道， 为实现 “碳达峰” “碳中和” 目标提供与国际接轨的制

度性工具。 此外， 中国通过发展绿色金融来促进低碳转型方面的潜力， 助推实现 “双碳” 目标。 “十
三五” 期间， 中国绿色金融从无到有， 迅速壮大， 成为绿色、 低碳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绿色金融的快

速发展， 提升了中国金融业的适应性、 竞争力和普惠性， 为支持绿色低碳转型、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 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重要领域和亮点之一。 ２０２１ 年以来， 伴随着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 市场参与主体对价格、 期限转换、 风险管理等需求更加强烈， 中国的绿

色金融发展步入新的高度。
三是在多边框架下开展低碳合作。 作为坚定的多边主义捍卫者， 欧盟和中国存在更多合作机遇。

尤其是近年来， 中国在多边框架下， 将 “绿色 ‘一带一路’” “清洁美丽世界” 等倡议结合起来，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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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国际合作项目。 例如， 通过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

发展基金、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机制和多边性金融开发机构， 从南南合作实践出发， 逐渐摸

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与合作模式。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中国发布 《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

指引》， 鼓励中资将绿色发展融入对外投资进程， 并通过共建 “一带一路” 予以落实。

四、 当前中欧低碳合作面临的挑战

在经历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之际， 中国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态资源枯竭、 环境恶

化、 空气污染等问题， 迫切需要加大国际间在低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尤其是来自欧盟的实践经验。
不过， 中欧在低碳领域的合作仍面临一些严峻挑战。

（一） 地缘政治化增加中欧合作的难度

自冯德莱恩担任欧委会主席以来， 明确将欧委会定位为 “地缘政治委员会”。 在 《欧洲绿色协

议》 中， 欧盟将绿色、 数字化转型描绘成 “民主国家联盟处理包括气候治理等全球议题的必经之路”。
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大多数欧盟成员国 “选边” 站队， 将敏感的政治议题上

交到联盟层面， 使欧委会的 “地缘政治” 色彩更加浓厚。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 欧盟将 “叙述方

式”、 人权等议题高度地缘政治化， 不仅弱化全球治理的理性与合作一面， 而且严重损害了中欧间的

政治互信， 不利于中欧开展低碳领域的合作。
在战略自主理念的引导下， 欧盟希望进一步扩大全球领导力。 以氢能为例， 欧洲憧憬着创建一个

综合性的欧洲氢能经济， 在全世界 ２２８ 个绿色氢能项目中， 有 １２６ 个位于欧洲。 欧盟希望通过制定以

欧元计价的交易体系、 基于欧盟标准的国际氢市场， 不仅可以成为新兴能源市场的标准制定者， 还可

加强欧元在能源贸易中的作用。 此外， 欧盟已将全球气候和能源治理推向更高的战略高度， 旨在通过

提速内部立法进程和国际谈判， 推动国际政治议程。 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 欧盟内部的分歧和对气候

议程的日益关注， 促使欧盟转向战略自主。 最终， 从内到外， 欧盟正逐步形成一个高度地缘政治化的

“气候大战略”。
欧盟对全球领导力的诉求加剧了中欧在低碳领域的竞争。 全球气候治理的碎片化和低碳发展的复

杂性使发展中国家阵营遭到进一步分化。 从 《京都议定书》 《巴厘路线图》 《哥本哈根协定》 《巴黎协

定》 到 《卡托维茨实施细则》， 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逐步放弃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
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阵营靠拢。 “基于市场规则” 的碳价、 碳边境协调机制等贸易手段正成为发达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防止所谓 “碳泄漏” 风险的主要工具。

（二） 欧美联盟全面提升对华的竞争和对抗态势

２０１９ 年欧盟将中国重新定位为 “谈判和经济伙伴” “竞争者” 和 “制度性对手”， 这昭示了中欧

关系进入新的竞合时代， 新形势下的中欧关系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加上美国对华的全面遏制立场， 欧

美联手阻挠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式、 手段和力度不断升级。 在方式上， 欧美欲联手巩固它们在

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 制约中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国际影响。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欧盟发布的 《全球变局

下的欧美新议程》 表示： 在气候外交方面， 欧盟应积极利用 Ｇ７、 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等多边机制开展气候外交； 在贸易方面， 欧盟推出碳关税， 提出与人权、 环境挂钩的 ＷＴＯ 规

则修订方案， 推进建立以欧标为模板的国际碳交易市场。
在手段上， 欧盟欲通过贸易、 环境与劳工标准等新工具， 围堵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在贸易工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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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欧盟碳关税机制便是其欲尝试 “长臂管辖”、 强迫他国加大减排措施的一个例子。 欧盟碳关税引

发的议题已远远超出气候变化、 能源领域。 为使碳关税合法化， 欧盟 “积极” 试图通过国际组织， 如

ＷＴＯ、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等， 将贸易与环境、 劳工标准挂钩。①

在力度上， 欧美国家加大在技术规则、 标准制定上与中国展开竞争和对抗。 这主要体现在双方欲

建立一个不包含中国在内的所谓 “民主技术同盟”， 将意识形态延伸至全球治理层面。 欧盟在新议程

文件中提议， 欧美应联合起来成立 “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 为新技术制定标准， 加强技术治

理， 将中国挤出全球技术贸易市场。 应对气候变化、 实施市场机制的绿色协议已成为欧盟内政、 外交

的核心。 欧盟希望通过 “绿色新政”， 将减排规定、 技术标准输出到周边国家， 其中包括与投资、 贸

易、 生产相关的环境与社会评估、 排放标准、 ＥＵ － ＥＴＳ 体系等。

（三） 碳市场与碳关税推动欧美规制导向

以 “碳市场—碳关税” 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正在形成， 有利于欧美 “基于规制” 的国

际秩序的建构。 自 《巴黎协定》 签署以来， 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逐步背弃 “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 原则， 推行 “谁污染、 谁付费” 理念， 实施以碳市场为核心的碳关税机制， 通过贸易手段， 强

迫其他国家， 尤其是新兴排放大国加大减排措施。
欧盟碳关税将对中国贸易造成直接影响。 据欧委会预测， 碳关税将每年为欧盟带来 ４０ 亿 ～ １５０ 亿

欧元的 “额外收入”， 且在一定时期内会逐年增长。 作为欧盟最大的贸易国之一， 中国的钢铁、 化工、
轻工等行业将受到直接影响。 与 “反倾销、 反补贴” 指控相比， 在碳关税的 “刺激” 下， 欧盟内部

打压中国产品的 “调门” 更高、 更猛烈。 欧盟钢铁协会认为， 中国产品造成的损害已危及整个产业的

价值链， 而保持和发展价值链是欧洲钢铁产业生存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欧盟钢铁协会总干事阿克塞

尔·埃格特 （Ａｘｅｌ Ｅｇｇｅｒｔ） 宣称， “ （中国产品造成的） 全球钢铁贸易扭曲危及整个欧盟价值链和欧洲

数十万个就业岗位”。 因此， 他建议， 欧盟应将碳关税设得 “足够高”， 惩罚来自国外的高能耗产品，
迫使其向低碳、 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转型。②

五、 中欧低碳合作的未来展望

构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低碳发展体系无疑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在这一过程中， 中欧两

大经济体的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仅有利于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还能显著促进绿色转型的整体

效果。 尽管在合作过程中会遇到各种 “杂音” 和障碍， 但中欧在低碳领域的合作所带来的效益明显大

于因竞争对抗而产生的成本。
中欧在减排与去碳化的道路上选择了不同的模式和路径。 这些差异主要由双方所处的不同历史发

展阶段以及政体性质的差异所决定。 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上， 欧盟正逐步放弃联合国气候框

架公约下强调的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 转而采用更为市场化、 贸易化的手段， 如碳市场和碳关

税机制， 以加速其低碳转型和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对中国而言， 实现 “双碳” 目标即 “碳达峰”
与 “碳中和”， 是一场涉及经济社会深层次系统性变革的重大挑战。 中国计划在 ３０ 年内完成这一目

标， 这比发达国家平均所需的 ４５ ～ ７０ 年要短得多。 因此， 中国需要以极大的决心和力度， 从实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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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制定全面的战略计划， 并通过加强与欧洲在低碳领域的合作， 寻求在绿色发展上实现 “弯道超

车”。 中欧可以在低碳发展领域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 共同推动全球绿色治理新格局的形成。 双方未

来的合作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清洁能源技术合作。 中欧双方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装

机和制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而欧洲在可再生能源整合方面拥有专业知识。 双方可以在太阳能、 风

能、 氢能的发电及储能， 以及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上下游环节等领域深化合作。 此外， 中欧可以共同推

进可持续金融分类授权法， 加强银行的环境、 社会和企业治理 （ＥＳＧ） 风险监管， 并在绿色金融和投

资领域加快制定统一的市场标准。
第二， 绿色金融合作。 中欧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包括共同发布 《Ｇ２０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 和 《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 等政策文件。 未来， 双方可以进一步推动标准互

认， 促进绿色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坚持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并举， 促进绿色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此外， 中欧可借助各类国际平台拓宽合作渠道， 加强绿色金融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第三， 政策对话与协调。 在重大国际气候谈判和政策制定过程中， 中欧可增强沟通和协调， 共同

推动全球气候行动。 双方可以利用现有的合作机制， 如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 加强在环境政策、
碳市场、 气候投融资等方面的沟通协调， 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进程。

第四， 碳市场链接机制。 欧盟在碳市场建设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中国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和做

法， 加快自身碳市场的建设和完善。 双方可以在碳市场配额分配、 试点过渡、 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深

入合作。
第五， 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合作。 除了减排， 适应气候变化也是低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欧可

以共享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经验和技术， 帮助对方更好地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影

响。 双方可以加强在气候风险评估、 韧性提升等方面的合作， 共同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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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ｋｅ ｊｏｉ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ｏｒｄｅｒ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ｓｔ － ｂｏｒｄｅｒ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ａ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ｗ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ｒ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５）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ＥＵ ｌｏｗ －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ｏ Ｈｕｉ，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ｘｉ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ｇ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ｔ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ｆａｉｒ，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ｗｉｎ － ｗ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ｗ －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ｗｏ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ｓｈａ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ｌｏｗ －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ｏｌ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ｏｗ －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ｂｒｏａｄ．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 ｎｏｉｓｅｓ” ｏｆ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ＥＵ － 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ｈａｖ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ｈａｖｅ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ｆａｒ ｏｕｔｗｅｉｇｈ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 “ ｏｖ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６）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Ｇｕｏ Ｘｉａ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ｎｔｅｒｓ ａ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ｔｉｍｅ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Ｆｉｖｅ － 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ｅｘｉｓ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ａ ｓｕｒｇ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 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ｌｅｄ ｔｏ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ｕｔｂｏｕ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ｈａｓ ｐｏｓｅｄ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ｕｔｂｏｕ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ｎ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ｋ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Ｔａｋ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ｉ Ｚｈｏｎｇ， Ｌｉｕ Ｚｈｅｎｇｙａｎ， Ｄａｎｇ Ｌｉｊｕ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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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